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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李世涛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 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 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 研究哲学美学、
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 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 这样， 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

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 推动了以美的本质、 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

究， 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 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 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 文明及其

比较的研究， 推进了中西方美学、 文艺、 文化、 学术的交流。 朱光潜以美学家、 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

艺、 哲学、 文化问题的讨论， 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 文化实践的发展， 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
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 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 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全面、 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 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 评估其转变效果， 有

助于科学地理解、 评价他的研究， 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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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 社会、 政治、 经济、 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学术

的任务也迫在眉睫。 朱光潜顺应时代变化， 积极追求思想进步， 及时调整学术研究的计划、 方向、 对

象。 这样， 他的美学研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或曰新的转向。 大体而言， 朱光潜的转向主要体现在

西方美学资料的翻译与研究、 哲学美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研究、 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

较研究这四个方面。 他的学术转变有时代、 个人的因素， 也有成功、 遗憾。 目前， 尽管学界对朱光潜

的学术变化已有不少研究， 但对其变化的具体表现及评价仍有未尽之处。 有鉴于此， 本文以朱光潜介

绍翻译西方美学论著情况的 “译后记” 为线索， 将其翻译置于整体的研究格局之中， 比较他在新中

国成立前后美学研究的变化， 全面、 客观地还原以上四个转向， 进而从学术史的角度发掘、 评价其转

向的得失。 本文认为科学地还原这四个转向， 再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 评估其转变效果， 才可能科学

地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 这样， 既有助于整体地把握其学术思想的演变， 也有

益于深入地认识中国当代美学、 学术的发展历史。

一、 西方美学的翻译与研究

朱光潜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加重视西方美学资料的翻译， 或者说， 他的学术呈现了翻译与研究并重

的转变。 他以翻译促进研究， 以研究带动翻译， 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相得益彰， 也由此形成了其独特

的学术研究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 在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激烈对抗的形势下， 中国学术界强调向

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离、 封闭的状态。 西方的文

化、 学术 （特别是人文社科） 思想也被视为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的专利遭到批判。 当时， 翻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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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捷可行的沟通手段， 成为了解西方世界、 学术的有限的渠道， 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而此

时的朱光潜主要从事学术翻译工作， 他的翻译不但成为了解西方美学、 文艺理论的重要窗口， 而且为

当时的美学大讨论、 新时期的美学热和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奠定了资料的基础，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

代美学的发展。 正如佛克马所言： “重要的是朱光潜在该文 （指 《文艺报》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所刊 《我的

文艺思想的反动性》） 中真正给出了一些 《文艺报》 读者一般看不到的信息。”① 正是在此意义上，
朱光潜的翻译对当时和以后的美学讨论、 西方美学研究都具有独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 朱光潜主要从事学术翻译工作。 之后， 他在参加美学大讨论的过程中， 一边关

注马克思主义、 苏联美学的研究成果， 一边继续翻译西方美学资料。 １９６２ 年， 他在接受了写作高校

文科教材 《西方美学史》 的任务后， 首先花费大量精力做基础性的资料翻译工作。 这些资料构成了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辑的 《西方美学家论美与美感》 的主体， 也为编写 《美学概论》 （王朝

闻主编）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光潜设定的编译资料的目的是： “作为 《西方美学史》 的附编， 这个选

本主要是按照 《西方美学史》 的分章， 选译各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论著， 用意一方面是替 《西方

美学史》 的论点提出根据， 一方面是让读者接触到一些第一手资料， 以便进行独立研究和思考。”②

从其编译资料的初衷足以看出他立意之高远、 用心之良苦， 不但要为读者提供支撑论点的材料， 还期

望由此培养他们独立的思考、 研究能力。 朱光潜编选、 翻译了大量的基本文献， 他坦言， 编译资料的

工作量远远超过 《西方美学史》 的撰写： “编者在工作过程中， 在搜集和翻译原始资料方面所花的功

夫比起编写本身至少要多两三倍。 用意是要史有实据， 不要凭空杜撰或摭拾道听途说。”③ 这些编译

成果发表于当时的报刊， 极大地促进了美学研究， 以此为基础， 他还出版了代表当时中国最高研究水

准的 《西方美学史》。 １９６４ 年， 朱光潜接受商务印书馆之邀选编、 翻译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

阶级文学家、 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 人性论言论选辑》 一书。④ 他在编译资料时还撰写了综述文章，
并在会议上发过言， 后来以题为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
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发表。 这篇文章以否定为基调， 政治大批判的火药味很浓， 带有明显的时代印

记。 但文章也有客观的介绍、 实事求是的分析， 推动了新时期的人性、 人道主义讨论和知识普及。 此

后， 尽管一度被剥夺了学术研究、 著述、 发表的权利， 但朱光潜的译事并未完全中断， 劳动改造期间

他在翻译联合国文件资料之余， 仍偷偷翻译了黑格尔的 《美学》 二、 三卷。 新时期以来， 他发表、
出版了大量的译文和译著， 不但数量惊人， 而且质量上乘。

除了上述单篇译文的成果外， 朱光潜的翻译成就还集中体现在其六部 （九本） 译著。 １９５１ 年，
他翻译出版了哈拉普的 《艺术的社会根源》；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编译出版了柏拉图的 《文艺对话集》；
１９５８ 年他翻译的黑格尔 《美学》 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７０ 年他冒险继续翻译， 后由商务

印书馆于 １９８１ 年出齐了全书三卷 （四本）；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他在 《世界文学》 发表了 《歌德谈话录》
重要章节的译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出版了全译本； １９６０ 年， 他选译、 发表了莱辛的 《拉奥

孔》 的重要章节， １９６５ 年译完全书， １９７９ 年出版； １９８６ 年， 他翻译出版了维柯的 《新科学》。 这九

本译著是朱光潜美学翻译的主要部分， 不仅提供了研究这些美学家的基本文献， 还有助于我们理清这

些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即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思想的继承、 扬弃、 发展。
纵观中国当代美学家， 蔡仪、 王朝闻、 马奇基本没有翻译国外美学论著， 宗白华、 马采、 蒋孔

阳、 李泽厚有一些翻译作品， 但比较有限， 数量上无法与朱光潜相比。 以翻译较多的宗白华为例进行

比较， 就足以反映朱光潜的突出贡献。 他们均留过学， 都在北大哲学系从事美学的研究、 教学工作。
宗白华自 １９５６ 年翻译出版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 上册后就没有整本的译著了， 只翻译了 《温克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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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论文选译》、 莱辛的 《拉奥孔》 （节译）、 歌德的 《单纯的自然描摹·式样·风格》， 以及 《席勒

和歌德的三封通信》 《悲剧世界之变迁》 《“知识学” 导论》 《歌德论》 《黑格尔的美学和普遍人性》
《马克思美学思想里的两个重要问题》 等数量有限的译文。① 他的美学译文汇编 《西方美学名著译

稿》 的字数不足 ２４ 万， 还包括他的论文 《康德美学思想述评》 和教案式的 《西方美学史》； 而 《宗
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 的字数不足 ２９ 万， 除了 《温克尔曼美学论文选译》 等四篇重复的译文外， 还

包括增补的译文 《席勒与民族》 《海涅的生活和创作》 《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 《欧洲现代画派画论

选》。② 从数量上讲， 很难与翻译数百万字的朱光潜相比， 当然， 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宗白华主要研

究中国美学不无关系。
朱光潜翻译了西方美学 （尤其是古代和近代部分） 的大部分重要文献， 这些资料是学习包括马

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西方美学的基本文献， 他以一己之力， 完成了这项繁难艰巨的翻译工程， 功绩卓

著， 而他的这一选择实有其必然性。 朱光潜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 学术自觉和良好的翻译训练与习

惯， 面对美学 （尤其是西方美学） 研究基础薄弱、 资料匮乏、 水平低的状况， 他深感必须有所作为，
翻译美学资料， 以奠定西方美学研究的基础。 而且， 他也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 当然， 他的选择也有

历史的机遇。 美学大讨论即将结束时， 北大哲学系准备开设美学专业课， 朱光潜在 １９６１ 年培训青年

教师时就着手翻译西方美学资料， 编写讲义。 １９６２ 年， 他在编撰高校通用教材 《西方美学史》 的同

时， 还要为另一部国家教材 《美学原理》 （即王朝闻主编的 《美学概论》） 搜集、 选编、 翻译西方美

学的研究资料。 这样， 翻译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 还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 实际上， 新中国成立

后， 朱光潜的翻译事业基本没有中断过， 他在 《世界文学》 《译文》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发表了很多

西方美学、 文论的基本文献， 有丰富的经验。 因此， 从主客观两方面看， 他都具备成功完成使命的条

件、 能力。
在中国当代美学家中， 应当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修养最深厚， 他所做的大量的译介和基础性的研

究， 奠定了中国西方美学研究的基础。 而且， 通过翻译他不仅夯实了美学研究的学理基础， 保障了其

研究的学术性、 规范性， 也促使其研究达到了视野开阔、 资料翔实、 论证严谨的境界。 他也由此成为

当代中国最重视学术规范、 不可替代的美学理论家。 洪毅然客观评价了朱光潜对美学大讨论的引领、
带动作用： “何况五十———六十年代原本起自对其 （指朱光潜） 过去美学思想之 ‘批判’ 的那场全国

性美学大讨论， 终于因其 ‘笔战群儒’， 结果反而恰恰成为、 实际正是他在客观上
����

， 起着带动大家不

断前进之作用， 从而大大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③ 朱光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美学、 苏联美学、 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等问题的研究； 二是他翻译的西

方美学资料， 尤其是美学讨论期间翻译的考德威尔等关于美的论述， 开阔了读者眼界， 启发、 引导了

讨论。 新时期以来， 朱光潜在翻译上投入更大的精力， 出版了重要的译著， 推动了 “美学热”； 他借

鉴结构主义、 维柯 《新科学》 等西方学术前沿成果， 参与形象思维、 文艺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人性

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 深化了这些问题的研究， 也提升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朱光潜的翻译首先为他研究西方美学、 美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时期

内， 中国的西方美学的研究成果极为贫乏， 既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 也没有一部系统的美学史著作，
甚至连教材都没有。 但朱光潜大量翻译基础性文献， 并在翻译的基础上发表介绍文章、 研究论文， 还

出版了具有开拓、 奠基意义的 《西方美学史》， 为普及知识、 提高研究水平、 培养研究人才做出了不

可替代的贡献。 其次， 翻译还为他的美学研究提供了思路、 方法、 观点， 如他通过译介哈拉普的著

作， 开始重视以社会分析的方法研究西方美学和美学史。 哈拉普关注艺术的意识形态性、 阶级性， 朱

光潜经由哈拉普的中介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柏拉图。 他立足古希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分析柏拉

图的美学思想及其来源、 美与现实的关系， 关注其阶级性， 注重分析其唯心主义性质和唯物主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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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宗白华： 《西方美学名著译稿》，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洪毅然： 《悼朱老》， 《朱光潜纪念集》， 第 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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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判定其政治立场、 文艺思想的 “进步方面” 和 “反动方面”。① 此后， 他经常使用这种分析方

法， 对莱辛、 黑格尔、 席勒、 歌德、 维柯等美学家的研究就是如此。 如他揭示莱辛在 《拉奥孔》 中

区分诗、 画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以德国民间文学、 英国市民文学、 古希腊文艺为资源的统一的民族文

学， 以实现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 反基督教会及启蒙的政治任务。 他分析莱辛美学思想的得失、 矛

盾： 一方面， 摆脱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 走向唯物主义、 现实主义， 也比较辩证； 另一方面， 仍

然不彻底， 拖着旧唯物主义尾巴， 即自然观属于唯物主义， 社会历史观却陷于唯心主义。② 他分析黑

格尔的 《美学》 的基本矛盾、 局限时， 强调应该从其历史背景、 时代精神、 社会现实中寻找原因。③

由此， 他还发展出一种成熟的、 基本的研究模式， 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 注重从经济基础、 社

会存在出发辩证地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 而这也成为其美学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写作模式， 他的

《西方美学史》 就是典型的代表。
不仅如此， 翻译也是把握朱光潜美学思想的重要线索。 黑格尔说美学 “正当名称却是 ‘艺术哲

学’， 或则更确切一点， ‘美的艺术哲学’”。④ 朱光潜通过翻译继承、 发展了这种看法， 他把 “美”
视为艺术的特性， 并提出了美学研究的对象、 任务： 在马列主义哲学认识论、 实践论的基础上研究艺

术掌握现实的方式的特殊性； 探求各种形式的艺术掌握的一般规律。⑤ 他还在黑格尔的影响下， 贬

低、 排斥自然美： “任何自然状态的东西， 包括未经认识与体会的艺术品在内， 都还没有美学意义上

的美。”⑥ 通过翻译， 他吸收了歌德的人的有机整体性、 黑格尔的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整体人的

全面发展的论述， 得出了把人与自然、 个体与社会、 人的身体与精神有机统一的全面发展的看法。⑦

他高度肯定了歌德的理论和主张， 包括其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以 “综合法” 辩证

处理文艺与自然的关系， 即文艺要立足、 超越自然， 升华为灌注生气的 “第二自然”； 文艺应该借助

“特征” 从个别、 特殊出发反映一般、 普遍， 走现实主义的道路。⑧ 在对话录的翻译中， 歌德的这些

真知灼见深刻影响了朱光潜的文艺观， 并成为他研判文艺的重要标准。
朱光潜重视西方美学资料的译介， 长期以来， 他的翻译与研究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呈现创新、

开放、 进取之势， 他的研究没有保守僵化、 固步自封、 抱残守缺， 这得益于他善于学习、 借鉴新的理

论和知识， 更与翻译带给他的宽阔视野密不可分。

二、 哲学美学研究

朱光潜积极适应政治形势和美学研究的转变， 以美学大讨论为契机， 放弃经验型的心理美学的研

究， 基本转向了理论型的哲学美学的研究。 １９５６ 年， 他在克罗齐 《美学原理》 的 “修正版译者序”
中介绍了西方美学界对立的两种研究方法： 一种是形而上的哲学美学， 即把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

或下属学科， 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美学， 重视概念、 命题、 观念的分析和演绎， 反对用心理学的方法研

究美学， 康德、 克罗齐的美学就是哲学美学的典型形态； 一种是形而下的经验美学， 主要借鉴心理学

的方法进行研究， 重视审美经验、 实证。 并据此反思了自己的研究： “我在 ‘文艺心理学’ 里， 一方

面依据了克罗齐纯粹从哲学出发所建立的理论， 一方面又掺杂了一些心理学派的学说。”⑨ 尽管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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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 译后记》，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 ５ 卷，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７２－１７７ 页。
朱光潜： 《莱辛 〈拉奥孔〉 译后记》，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 ５ 卷， 第 ２２３－２４０ 页。
朱光潜： 《黑格尔 〈美学〉 译后记》，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 ５ 卷， 第 ２６６－２６８ 页。
黑格尔： 《美学》 第 １ 卷， 朱光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９ 年， 第 ３－４ 页。
朱光潜： 《美学研究些什么？ 怎样研究美学？》， 《新建设》 １９６０ 年第 ３ 期。
朱光潜： 《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哲学研究》 １９５７ 年第 ４ 期。
朱光潜： 《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 《新建设》 １９６０ 年第 ４ 期。
朱光潜： 《〈歌德谈话录〉 译后记》，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 ５ 卷， 第 ２１０－２１９ 页。
克罗齐： 《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 朱光潜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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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种方法兼取， 但实际上他的基本方法更倾向后一种， 主要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美学。 朱光潜在

新中国成立前就深入、 系统地研究过现代心理学， 出版了研究专著 《变态心理学派别》 和 《变态心

理学》。 此后， 他继续以心理学介入美学研究， 认为应丢开一切哲学的成见， “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

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 从事实中归纳得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 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和欣

赏， 它的观点大致是当作心理学的”。① 他的美学名著 《文艺心理学》 《悲剧心理学》 正是运用这种

方法取得的成果， 《谈美》 《诗论》 《谈文学》 等著作也都从审美创造、 欣赏的经验总结美学理论，
再以审美的心理、 经验论证其美学理论。 他的这些研究基本是走经验、 归纳、 实证的道路， 主要运用

心理学的方法， 属于经验型的心理美学或文艺心理学。
新中国成立后， 朱光潜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 明显地转向了哲学美学 （或理论美学） 的研究，

美学大讨论直接催生了他的这种转变。 首先， 美学讨论的直接目的是批判、 清理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

学思想及其影响， 他需要自我批判， 尤其需要从哲学基础上检讨其美学观的错误、 缺陷并寻找根源，
即批判作为其美学基础的哲学思想的唯心主义错误， 论证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反驳对手强加于他的

唯心主义的 “指控”。 而只有求助于哲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 既有学术上的必要， 又是政治上

的要求。 其次， 美学讨论的目标是在美学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推动整个文化和学术领域

宣传、 普及马克思主义。 这样， 政治、 学术的形势都客观要求他学习马克思主义， 同时， 他主观上也

有这样的愿望、 动机和能力。 实际上， 他正是在学习过程中找到其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并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支撑下形成了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基本观点。 再次， 他的主要论战对手蔡仪、 李泽厚的美学

都是哲学美学 （前者属于认识论美学， 后者从认识论美学过渡到实践论美学）， 并且都具有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知识背景， 只是蔡氏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李氏更为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这就促使他

从哲学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寻求论辩的工具、 武器。 显然， 再依靠他原来所倚重的心理学

就很难与对手进行有效的论辩、 对话。 而且， 从整体上看， 美学大讨论主要关注美学理论， 尤其是美

的本质、 美感的性质等哲学美学的议题， 处于同一学术场域中的朱光潜很难置身事外。 最后， 他在转

向哲学美学的过程中， 只有找到适当的哲学基础， 才能建立起与之适应的美学范畴、 理论和体系。 马

克思主义哲学适逢其时地提供了契机， 成为其建构美学理论的主要资源和思想根基。 综上所述， 在个

人选择与时代变迁、 主观与客观、 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朱光潜的美学研究才转向了哲

学美学。 其中， 时代、 客观因素的作用更大些， 他的转型也有其必然性。
转型后的朱光潜吸收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把审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 上层建筑： 一方面，

审美曲折地反映社会生活、 经济基础， 反映也比较滞后； 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是自主的， 能影响社会

生活、 经济基础， 审美与其他意识形态也相互影响。 后来， 他还吸收了列宁的反映论， 研究了审美反

映及其特殊性： 美感的反映分为感觉、 意识形态反映客观现实的两个阶段； 科学反映与审美反映的感

觉阶段相同， 都是客观、 被动的， 不同之处是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的分野； 审美反映的特殊性在于反

映在两个阶段的表现、 性质不同， 反映在第一个阶段表现为感觉， 具有被动性、 客观性， 反映在第二

个阶段表现为美感， 意识形态、 形象思维介入反映使其获得了能动性、 主观性， 其结果 “物的形象”
也极大地改变了被反映的对象。 至此， 他放弃 “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 的旧说， 初步形成了

对于美的本质的看法： “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
����������

、 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
���������������

， 可以交融在一
������

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
���������������

。”② 与此相联系， 他把美感视为主体发现美的形象的快感。
１９５８ 年， 朱光潜发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考德威尔的 《论美———对资产阶级美学的研究》

的译文和类似于 “译后记” 的 《关于考德威尔的 〈论美〉》， 出版了含有黑格尔实践思想的 《美学》
第一卷的中译本， 实践思想再度开启了他的理论探索。 结合美学大讨论， 他从多方面肯定了考德威尔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辩证法运用于美学研究的成绩。 第一， 实践是主体的人对客体的环境

（包括现实和自然） 的改造， 即人以意愿、 认识的客观规律作用于世界， 也改变了世界和人自身。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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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 作者自白》， 《朱光潜全集》 第 １ 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９７ 页。
朱光潜： 《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哲学研究》 １９５７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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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辩证看待实践。 一方面， 实践涉及人、 环境， 两者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 人与环境并非彼此绝

缘， 而是相互关联， 环境有人的因素， 人也蕴含环境的因素。 第三， 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的困境缘于没

能辩证处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重视人、 否定环境导致了机械唯物主义的 “美的快感说”， 反之，
就会导致绝对唯心主义的 “美的理念说”。 第四， 审美是社会性的实践， 也是生产活动， 它包含认

识、 情感， 既有个体性， 又有社会性。 第五， 美存在于认识与情感、 科学与艺术、 真与美诸因素中，
应当由此探求美。① 同时， 他认为， 黑格尔受维柯的 “认识真理凭构造或创造” 的影响明确提出并深

化了实践的研究， 人对自然的改造也是认识和实践对客体 （对象）、 主体 （自我） 的改变， 这导致了

自然的人化、 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使人能够在对象中复现、 观照自己。② 朱光潜还充分肯定了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等论著的实践论的价值， 称赞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只从 “抽象的心灵的劳动”
看待实践的局限， 把实践定位于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活动， 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观。
这样， 朱光潜受考德威尔、 黑格尔的启发， 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把此前运用艺术生产、 实践研

究美学的构想落到实处， 形成了认识论、 实践论相结合的美学基本理论， 即审美是特殊的生产劳动，
这种自由、 自觉的实践以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 把人与自然 （主体与客体）、 人的身体与精神、 个

体与社会的对立辩证地统一起来， 美由此产生， 审美主体在对象 （“自然的人化”） 中感受、 认识、
欣赏人的本质力量， 形成美感。 因此， 美、 美感就成为包含了认识和实践的动态活动的产物。③ 由

此， 他成为中国实践论美学的重要理论家。
综上所述， 朱光潜从检讨、 反思旧的美学观开始， 就认真学习、 吸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 建立了基于认识论的美学观。 之后， 经由考德威尔、 黑格尔的中介， 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形成了全面、 科学、 更有说服力的美学理论， 与李泽厚、 蔡仪的理论三足鼎立， 奠定了中国当代美学

的基本格局。 当然， 朱光潜运用实践论较晚， 致使其理论遗留了从认识论向实践论过渡的痕迹。
朱光潜有丰富的文艺鉴赏经验和心理学知识， 他重视审美经验， 注重事实、 实证， 善于把审美经

验归纳、 总结、 提升为美学理论， 再运用理论解释复杂的审美现象。 他长期从事心理美学研究， 气

质、 志趣、 知识结构很适合研究经验型美学， 有深厚的学术的积累和根基，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

此相比， 哲学美学倒是他的弱项。 但时代变迁引发了其学术研究的巨大变化。 他的转向落下了 “后
遗症”， 诸如理论因拼凑缺乏贯通性， 表现出过渡性、 不彻底性， 削弱了其理论体系的严密性、 自洽

性、 完备性。 与蔡仪的美学相比， 这种局限相当明显。 如果继续研究心理美学， 他对中国当代经验美

学的贡献会更大， 这是我们至今仍然引以为憾的。 但我们不能以假设替代已经发生的历史， “随着这

种研究方法的转变， 朱光潜先生已无法集中精力发展他此前的心理美学成果， 而只能在哲学美学、 认

识论美学的框架下通过坚持美感活动中主体一方， 用他的话来说， 即主体的意识形态一方的能动作

用， 以坚持美的意识形态性质来保证美感在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应有地位， 而无力去发展一门真正

的心理美学了。 这是朱光潜先生对 ２０ 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特殊贡献， 也是他难言的无奈”。④

朱光潜转向哲学美学， 是政治、 社会、 学术、 个人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不无遗

憾， 但我们还是应该秉持 “同情之理解” 的宽容， 特别是他的哲学美学研究也同样取得了重要的成

绩。 就个人而言， 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扩大了研究的对象、 范围， 从理论上支持了心理美学研

究， 深化了其经验美学的研究， 同时， 也克服了此前研究的一些局限。 就当代美学而言， 他深入研究

了美的本质、 美感、 美学的学科属性等问题， 成为美学讨论中的重要一派， 也为中国当代美学奠定了

基础。 而且， 心理美学、 哲学美学作为美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必要性， 没

有绝对的优劣、 高低之分。 朱光潜为发展心理美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转向哲学美学研究后又努力

弥补短板、 超越自我、 钻研理论， 也为发展哲学美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两者相互印证、 彼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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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相得益彰。 因此， 我们不能机械地割裂他前后期的研究， 而应该从变化中寻找其一以贯之的连续

性。 同样， 也要辩证地看待其前后期的研究， 不能故意制造 “两个朱光潜”， 夸大其前后期的对立———
或以他的心理美学研究否定哲学美学研究， 或以其哲学美学成果否定心理美学成果， 两者都不可取。

三、 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研究

朱光潜在北平刚解放时就开始阅读诸如 《共产党宣言》 等马克思主义论著， 此后一直主动坚持

学习。 他发挥精通英文、 法文、 德文的语言优势， 还以自学、 参加 “速成班” 的方式学习俄语， 以

便能准确地学习原典。 他依托中文版本， 通过比较德文、 英文、 俄文版本学习马列主义论著， 在此过

程中还记录下中译本的错误、 需要纠正的部分， 并把修改的意见、 建议汇报给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

局。 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论著的同时， 他还阅读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美学、 文论资料的选本和研

究成果， 并通过翻译积极吸收这些成果。
１９５１ 年， 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翻译的哈拉普的 《艺术的社会根源》， 这部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著作早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前朱光潜就已着手翻译了， 他也由此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文论， 体

会到其巨大的阐释力。 １９５８ 年 《论美》 译文的发表， 不仅促进了朱光潜的美学研究， 更引起了美学

大讨论。 新时期， 他翻译、 发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典型的五封信》， 重译了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 中的 “异化的劳动” 和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两个部分， 并就重译部分做了大量的注释，
还重译了 《费尔巴哈论纲》， 并撰写了文章 《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译文的商榷》。① 他还针对

国内外编选、 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文艺类书籍的问题， 辨析了国外流行选本的优劣， 特别批评

了俄文四卷本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和艺术》 的舍本逐末、 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缺乏系统

性、 选文比例失调、 误导读者等编选问题， 指出了该书中文译本的错误， 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②

朱光潜通过译介哈拉普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 并在如下方面深受哈拉普的影响。 第一， 着眼于

西方重要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艺术类型， 研究社会物质条件如何决定艺术的内容、 形式， 尤其是对特定

阶级审美趣味的满足。 第二， 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商业摧残了艺术的纯洁性， 政治利用艺术为自己服

务， 鼓励艺术家脱离现实、 追求独立的幻象， 削弱了艺术改良道德、 社会的作用。 第三， 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 辩证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艺术问题， 重视艺术与经济的不平衡关系、 艺术的意识形态性

等观点。③ 朱光潜借鉴哈拉普的研究思路、 方法，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分析、 评价柏拉图以

及莱辛、 黑格尔、 歌德等的美学思想， 并由此形成了其基本的分析模式、 写作模式。 而且， 朱光潜还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分析文艺、 文化现象， 如运用马克思关于精神、 物质生产不平衡的理论分

析了德国文艺与社会的关系， 尤其是文艺的繁荣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政治分裂、 经济贫困、 资产阶

级软弱的不平衡， 及其表现在作品中的矛盾； 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与

德国密切相联的欧洲的经济基础、 民族文化遗产影响等角度， 分析了歌德何以成长为伟大的诗人， 特

别是其性格中庸俗与超越、 从众与叛逆的斗争。④

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全面、 具体且深入， 不仅涉及西方的哲学、 美学、 文论、 文艺、 文

化等多领域， 并且大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热点和前沿问题， 诸如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对研

究美的本质的借鉴意义， 列宁的反映论以及中国学者的曲解，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包括艺术生产、
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等问题） 及其对美学研究的革命性意义， 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受

黑格尔影响而形成的 “劳动异化” 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 唯物史观对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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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 继承，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 “手足倒置” 的辩证法的扬弃， 黑格尔的 “一般世界的情况” 及

“情境” 对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的影响， 维柯的历史发展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 “实践观点”
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 等等。 他以开阔的视野，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 文论的研究。 尤其

重要的是， 他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美学理论的建构。 １９５７ 年， 在美学大讨论中， 他提出了建立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四个基本原则： “一、 感觉反映客观现实， 二、 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 三、 艺术是一种

生产， 四、 客观与主观的对立和统一。”① 次年， 他翻译了 《论美》， 并高度肯定了考德威尔研究

“美的基本出发点是人在劳动实践中认识现实、 改变现实， 从而也改变自己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则”。② 考氏关于人与环境、 主体与客体、 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分析， 深刻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实

践论的理解。 在综合吸收马列主义的反映论、 意识形态理论、 实践论、 艺术生产论的基础上， 他辩证地

处理审美各因素的关系， 提出了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的命题， 并以此建立了他的美学理论体系。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研究后， 朱光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美学学科的巨大意

义，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够成为美学研究的纲领、 方法， 还能够以实践论直接促进美学的研究与

发展。 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有助于克服偏执于主体或客体的静态式研究的

局限， 促进重新认识西方近现代美学研究的困境和对美学学科的准确定位。③

新时期伊始， 朱光潜就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论述出发， 勇闯 “人性论” “人道主义” “人情

味” “共同美” 的禁区， 他论证并强烈呼吁： 文艺要尊重人的自然本性、 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本质力

量， 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正视、 表现 “共同美”， 描绘 “人情味”。④ 这样， 既研究了马克

思主义， 也使理论有效介入现实， 纠正现实与文化中不尊重人、 漠视人性 （尤其是自然属性） 的弊

病。 这些论述直指关键问题， 振聋发聩、 促人警醒。

四、 中西方文化、 文明研究及其比较

朱光潜是一位视野开阔、 知识渊博、 不断进取的专家型学者， 他不仅对西方美学、 哲学、 心理

学、 文论、 文艺有广泛的涉猎、 深入的研究， 对中国美学、 哲学、 诗论、 文艺也同样有所研究， 晚年

他更着意于中西文化、 文明的比较研究。
朱光潜的文化研究， 新时期之前主要体现在基督教、 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上。 基督教对西

方社会、 政治、 文化、 文明的影响可谓深刻而复杂， 在哲学、 文学、 艺术的发展方面更是如此。 新中

国成立后， 科学地把握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哲学、 文学、 艺术、 文化、 文明的关系， 客观地研究基督教

成为必要的学术课题。 朱光潜迎难而上， 系统地研究了基督教的历史， 包括基督教的起源、 发展过

程、 罗马教会的成立、 宗教改革、 新教的产生， 以及新教的特点及其与旧教的区别， 发表了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文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 深入分析了基督教与西

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尝试从政治、 文化教育、 文学艺术三个方面重新估价基督教的影响。 文章从统治

阶级信奉和被统治阶级崇奉的角度分类、 评价基督教， 区别对待基督教最初的观念、 后世的演变， 辩

证地看待基督教的作用， 认为基督教在反抗罗马暴政、 推翻封建统治、 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其后的演变却背离了初衷， 沦为罗马政权同化外来民族的工具， 成为维护封建

统治的力量、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 资产阶级对民主、 平等、 自由、 博爱、 人权思想的吸收，
实际也是选择了与其阶级利益相符合的成分。 文中还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基督教影响文化的看法， 辨

析了西方学者片面夸大基督教积极影响、 否定其消极影响的错误， 并以诗歌、 戏剧的起源为例驳斥了

基督教有利于文艺发展的看法， 指出了基督教对浪漫主义文艺的消极影响。 同时， 文章也客观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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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 博爱思想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以及基督教反对战争、 信仰和平的思想对

于世界和平运动的积极影响。 当然， 在当时的语境下， 文中也难免有保守、 过激、 片面、 简单化的倾

向， 如在谈到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 文化教育、 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影响时， 他认为总的来说 “这种

影响是坏处多于好处” 的看法有待商榷。① 不过， 朱光潜在描述基督教演变的过程中揭示了其思想内

涵， 分析有理有据， 把现象描述、 客观介绍、 理论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对于普及基督教知识、 科学认

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人性、 人道主义是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和衡量标准， 人道主义与西方的文学艺术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 是研究西方文学艺术的重要视角。 １９６４ 年， 朱光潜接受了选编、 翻译 《从文艺复兴到十

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 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 人性论言论选辑》 的任务， 并撰写了综述文章在会

议上宣读， 这篇会议宣读稿十多年后作为论文发表。 文中描述了西方人道主义的演变， 重点分析了文

学艺术领域中人道主义和人性思想在文艺复兴 （１４—１６ 世纪）、 资产阶级革命 （１７—１８ 世纪）、 垄断

资本主义 （１９ 世纪） 三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和发挥的作用， 涉及重要的文艺思想、 思想家、 流派、 思

潮、 作品， 以及有密切关联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 既有丰富的资料， 又非简单的汇编， 而是摆事实、
讲道理， 论从史出， 其结论基本正确， 有的论述很独到， 如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道主义表现的概

括： “人道主义一方面转化为博爱主义， 作为阶级调和论的基础， 另一方面， 突出地表现为个人主义

以及它的直接后果， 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 遗憾的是， 受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 政治形势的影响，
否定过多， 像 “人道主义到此就演变成为它的对立面： 反人道主义， 因此也就变成极端反动了， 这

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就更变本加厉” 这样的结论有明显的偏差。② 不过， 这篇文章的影响主要在于普及

了人性、 人道主义思想及其与文艺关系的知识， 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文献。 它与他后来发表的 《关于

人性、 人道主义、 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 《马克思的 〈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的美学问题》 等论文

一起， 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人性、 人道主义及其与文艺关系的讨论， 促进了文艺创作， 也是他对西方

社会思想与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新时期的朱光潜在思想解放潮流的鼓舞下， 重新调整计划， 延展研究方向， 扩大研究的对象、 领

域， 从专业性的美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 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维柯的文化思想的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中

西文化、 文明及其关系的探索。
朱光潜留学时就注意到维柯， １９６２ 年他在 《学术月刊》 第 １１ 期发表了论文 《维柯的美学思

想》， 他的 《西方美学史》 也有专章介绍维柯。 新时期以来， 他更全身心投入对 《新科学》 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 发表了 《略谈维柯对美学界的影响》 等系列论文， 撰写维柯的多个词条， 还在香港中

文大学演讲、 出版了专著 《维柯的 〈新科学〉 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这当中包括他对维柯的文化

思想的研究，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对维柯文化观念的研究。 他肯定维柯开创、 提倡的人学研

究， 及其 “共同人性衍生了法律” 的观点； 认同维柯的历史变化观， 即世界的演化经历了神、 英雄、
人的时代， 阶级斗争推动世界进入人的时代——— “最高的民主政体的人道主义阶段”， 指出维柯的这

种历史观是其民主倾向、 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 肯定维柯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即人

类创造了世界以及自身的历史。 第二， 发掘 《新科学》 的方法论，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学术思想，
史、 论结合。 第三， 探究马克思主义与维柯思想的关系。 解析维柯的历史变化观、 实践思想对马克思

主义的影响； 肯定维柯的阶级斗争学说、 历史主义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指出 《资本论》 的

历史唯物主义、 《新科学》 的历史发展学说的基本出发点一致。 这些研究普及了维柯思想， 也深化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 由此， 他研究的对象更加丰富， 研究的问题更为宏大， 探索的目光投向人类文化、
文明的纵深处， 自觉地运用比较的、 跨学科的方法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朱光潜在赴港讲授 《新科学》 的时候已深受震动、 启发， 认识到 “中国文化的古老和伟大”，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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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光潜：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 《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５８ 年第 １ 期。
朱光潜：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社会科学战
线》 １９７８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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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深切体会到比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认为通过文化比较能够加深对中外的认识、 理解。 维柯的研究

成果深刻地影响了朱光潜， 他不仅高度肯定了 《新科学》 之新在于 “从历史发展看问题”， 强调了其基

本问题——— “人类怎样从野蛮发展成为文明人， 从无法到有法” 的重要性， 还特别肯定了维柯关于西方

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深刻的洞见， 即自然科学产生了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①

在这部巨著的影响下， 朱光潜开始超越其美学、 文论的专业性研究， 直抵文明起源、 文化比较等前沿领

域。 即使在耄耋之年， 他仍然奋力制定了庞大的研究计划， 涉及政治、 宗教、 科技、 法律、 思维、 文

字、 思想史等问题， 其论题的广深度、 前瞻性、 学术价值都令人惊叹。 遗憾的是， 高龄已不允许他开展

如此庞大的研究， 但从他的遗稿中我们能够看到他思考的问题， 并由此窥见其学术旨趣的变化。
根据他计划研究的内容， 其议题包括： （一） 中西文化、 文明的比较， 例如 “从中西历史文物的

差异， 研究哪一种文化较先进或者较落后”？ （二） 中西文化的发展阶段问题。 例如中国文化发展的

特殊性， 中西方文化发展的阶段是否相同？ “中国文化是否也经过神、 英雄和人的三个时期？ 中国何

时才进入了 ‘人的时期’”？ （三） 中西方在看待文化遗产上的差异。 例如中国人对待文化遗产的心

理、 态度问题， 以及 “维柯把中国长城列入 ‘世界七大奇迹’， 长城在中国文化上哪些方面具有重大

意义？ 何以维柯以后的词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在 ‘世界七大奇迹’ 项下竟抛开过去久已列入的中

国长城”？ （四） 中西宗教的差异。 《新科学》 涉及大量的宗教研究， 有必要关注这个问题。 应该

“从宗教的起源和传播的情况研究中西在这方面的异同”， 尤其要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独特现象， 例

如 “中国儒家特标 ‘子不语怪力乱神’， 原因何在？ 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好还是坏”？ （五） 中

西法律的差异。 《新科学》 首先是一部法律著作， 也应该比较中西法律的异同。 例如 “中国法制沿革

和罗马法制沿革有什么异同？ 原因何在”？ （六） “阶级斗争” 在中西的差异。 维柯的阶级斗争学说影

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理论及其领导的阶级斗

争实践。 应该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 例如 “中国是否自古

就有阶级斗争”， “中国古代各民族分布的沿革能否证实维柯关于民族斗争、 吞并和迁徙的理论”？
（七） 从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研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异同。 维柯深入研究了形象思维的特点， 中

国的情况有无特殊性？ 应该 “试从中国文艺、 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看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差异和关

系”。 （八） 中国文字的特点。 对比 《新科学》 的文字学研究成果， 中国文字的独特性何在？ “中国

文字是今日世界各民族中仅存的象形文字， 中国古代文物哪些可以算象形文字？ 您看它对古史和文字

学的研究提供了哪些便利？ 在这方面还有哪些研究可做”？ （九） 《新科学》 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创新意

义。 《新科学》 的影响如此巨大， 就应该追问 “《新科学》 在哪些方面是对西方思想的重大革新”。
（十） 中国现代工业技术的创新问题。 应该 “结合 《资本论》 第三章马克思在脚注里提到维柯关于近

代技术的见解来认识我国现代工业技术的革新， 写篇短文来谈您自己的看法”。 ②

上述十个方面的议题， 充分反映出朱光潜晚年的视野更加开阔， 思维更为活跃， 思考更为深刻。
尽管年事已高， 他仍然积极开辟学术新路， 努力打破学科的藩篱， 以比较的、 跨学科的方法， 超越专

业研究的局限， 进入到深层的文化、 文明比较的领域， 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艺、
文化、 文明。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 这些已展示其清晰轮廓的研究工作开启不久， 便因为先生作古而停

止， 如果假以时日， 他的研究定会再为中国当代美学增添华章。
综上， 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 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四个方面的转向。 这些

重大而明显的转变， 反映了朱光潜后期美学研究的轨迹、 特点， 也由此反映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

程。 本文力图全面梳理、 客观还原、 详细描述、 合理评价这四个转向及其效果， 深入研究并具体分析

时代与个人、 社会与学术、 客观与主观、 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作用及其复杂性， 以期全面、 客观、 科学

地评价他的学术转变、 学术贡献以及他在中国美学研究学术史上的地位、 价值与意义。

（责任编辑： 庞　 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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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光潜： 《〈新科学〉 新在哪里？》， 《朱光潜全集》 （新编增订本） 第 １４ 集， 第 ３２８－３２９ 页。
朱光潜： 《维柯 〈新科学〉 引发的一些研究思考题》， 《朱光潜全集》 （新编增订本） 第 １４ 卷， 第 ３３０－３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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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ｕｒｎ ｏｆ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Ｌｉ Ｓｈｉｔ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Ｗ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ｆｏｕｒ ｔｕｒ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ｓ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ｕｓ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 ｈ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ｅ ｌ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ｒｏａ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ｕｒｎ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ｇ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ｕｒｎ ｉ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ｏｏｋ ａｔ ｈｉｓ ｔｕｒｎ ｉ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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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ａｙ,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ｈｉｓ ｔｕｒｎ．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ｎ ｏｆ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ｌｐ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ｈｉｓ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ｑｉａ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ｕｒ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Ｘｕ Ｈａｏｒ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词垣）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词臣）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ｄ ｔｗｏ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ｆ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ｓ ａ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ｎｕｒｅ ａｓ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ｔｈｅｙ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ｔｈｕ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ｅｍｓ．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ｔｙ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ｇｈｔ⁃ｓｈｉｆｔ ｐｏｅ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 ｃａｎ ｔｒｕ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ｄｅｖｉ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ｎｏ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ｉｇｈｔ⁃ｓｈｉｆｔ ｐｏｅｍｓ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ｌａ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ｏｎｌ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ｅｍｂｅｌ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ｒｋ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ｌ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Ｃｌｅｒｋｓ ｗｈｏ 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ｏｒ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ｒ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ｙ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ｏｒｄ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ｗｉｌｌ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ｃｏｕｌ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ｍ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ｋ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ｍｅａｎｏｒ ｏｆ 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ｍｏｃｋ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ｉｇｈｔ⁃ｓｈｉｆｔ ｐｏｅｍ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ａｓ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ｍ,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ｒｋｓ ｗ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ｌｅｒｋｓ ａ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ａｄｍ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ｄｅｍｅａｎｏｒ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ｄ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ａｄ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ｏｒｄ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ｓｕｒ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 ｄｒａｆｔｅｒ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ｉ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英文编校： 金学勤）

００２


